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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就诗的起源已提出了种种说法，例如，“心灵表现说”、“模仿自然说”、“巫

术交感说”、“劳动需要说”等等。过去，我国学界往往采用“劳动需要说”。其实，这不能全面解释

诗产生的直接动因。中国古诗起源之后，又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早期发展阶段，并与宗教、政治的结合而

显示了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又出现了新变化。 

  原始巫术与诗的起源原始巫术与诗的起源原始巫术与诗的起源原始巫术与诗的起源：：：：巫诗巫诗巫诗巫诗 

  五帝时代早期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时段，诗源于巫术咒语。中国的巫术至少可以

上溯到两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而到了距今七千年至五千年间的仰韶时期，已是相当盛行了。据西安半

坡等地仰韶文化彩陶上的“人面鱼纹图”和秦安大地湾地画中的“蛙形骨骼图”推测，中国远古巫师们

在乐舞状态下施巫作法时，当是口中念有巫术咒语的。只可惜由于时代久远，我们只能见到当时的巫师

作法图，而不能听其巫术咒语诗了。所幸的是，周秦文献中为我们保存了一些反映五帝时代早期的巫术

咒语。如《礼记·郊特牲》记载了伊耆氏在蜡祭施巫时唱道：“土，反(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

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是原始人在巫术观念支配下，试图通过吟唱巫术咒语，以控制自然的表现。这

些相当于五帝时代早期的原始巫术咒语的反复吟唱，就成了诗歌采用重章叠唱形式的最初源头，人类历

史上最早的诗也就由此产生。 

  巫政合一与诗的早期发展巫政合一与诗的早期发展巫政合一与诗的早期发展巫政合一与诗的早期发展：：：：史诗史诗史诗史诗 

  从考古学角度看，大约相当于五帝时代早期，中国文明已进入起源阶段。到五帝时代中后期，由于

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出现了剩余产品，导致原来人人平等的氏族集团内部开始出现阶层分化。氏族集

团中的如酋长之类的管理人员为占有剩余产品，开始改革巫术。《国语·楚语下》载有颛顼“绝地天通”，

改革巫术的事例，氏族贵族阶层开始将原来平等的自然神分成不同的等级，其中日、月、星、辰等天体

自然神被奉为最高等的神灵，且只有氏族贵族阶层才有权力沟通天神，至于普通氏族成员则只限于沟通



身边的草、木、水、土等自然神。这样巫术开始与政治相结合，形成了“巫政合一”的新现象，标志着

宗教与史诗时代的开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颛顼改革巫术后，占有祭祀通天特权的氏族贵族阶层，与被他们统治的氏族平

民阶层，属于同一血缘，即中国古代文明是在血缘内部形成的。自五帝时代中期到夏、商、西周近两千

年的历史跨度中，各代氏族贵族阶层都是在血缘管理的框架内，以沟通天神为手段而治理氏族平民的。

因此中国的宗教与史诗也在这历史长河中盛行不衰。可以说，中国文明起源到早期文明阶段，是一个宗

教与史诗时代。 

  概括起来看，中国宗教的发展可以商代为界：五帝到夏代，由弱变强，商代达到高峰，西周出现新

的变化。这是与中国古代生产力的逐步发展，人文理性精神的逐步自觉相一致的。中国史诗的发展也经

历了逐渐丰富且有变化的过程。各氏族的史诗起初由氏族贵族阶层如祭司之类口耳相传，并逐代丰富。

文字发明之后，氏族贵族阶层便将一些重要的史诗刻于甲骨、书于竹帛、镂于金石，以示重视，以便承

传。夏、商、西周三代的史诗，一般都以“雅”、“颂”的形式流传下来。中国汉族史诗的内容大致包

括叙述宇宙生成以沟通天神，追溯氏族图腾诞生以沟通祖先神，构建先公先王世系以明血缘历史，歌颂

氏族祖先率族迁徙发展以增强民族奋斗精神。可以说，中国古代汉族史诗是“创世史诗”、“英雄史诗”、

“迁徙史诗”的综合，值得特别总结。 

  从五帝时代中期到三代，氏族贵族与氏族平民虽然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仍属于具有共同利益的

血缘团体。史诗最显著的社会功能就在于通过追忆歌颂宇宙天神的开天辟地、民族始祖神的创造氏族、

列祖列宗的发展壮大，从而凝聚血缘族团力量，维护社会秩序，为现实的社会分层，尤其是为氏族贵族

集团占有社会财富找到最合理的宗教依据。 

  在宗教史诗时代，初民们坚信所有的自然神、祖先神灵都公正不偏，能够扬善惩恶。于是酋长祭司

等上层贵族阶层在祭祀所有神灵时，都必须持有公正无偏之心。只有这样，才能与神灵沟通，获得庇佑

大吉。在祭祀神灵过程中产生的诗与志，自然便具有了公正法度的含义。史诗的这一重要特征构成了中

华民族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精神原则。这一精神原则经春秋战国学者的进一步阐发弘扬而对以后两千多

年的史学、文学、思想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并逐步塑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优良品格，是我们中华民

族的一份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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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诗在五帝三代时期是民族的圣典，是王官之学的主体。然而，这种独尊地位到了西周末年开始动摇，

再经春秋战国时代而发生了变化。春秋时代史诗出现变化的基本特征是，韵文的“史诗”不再担任“史”

的职能，“史”的职能交由散文体“春秋”之类来承担。《孟子·离娄下》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

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其正确含义应该是指，史诗作为神灵喻示与公正评判

的记录，作为团结族民、治理社会的政治工具，始终是与“王者之迹”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王”是泛指

血缘氏族社会贵族阶层的最高统治者。然而，“王官之学”到了春秋时代，终因周王朝的血缘管理纽带的



逐渐被解构而出现了变化，即由韵文的“史诗”来记载历史、承传历史的时代结束了，而改由散文的“春

秋”来记载历史、承传历史了。也就是说，王官之学下移的同时，私学、私人著作开始从下层兴起。如孔

子编述《春秋》，是由于当时血缘制度瓦解的社会背景下而为之，并在《春秋》中继承体现了王官之学史

诗评判曲直、扬善惩恶、“以绳当世”的优良传统。 

  大小传统的融合与史诗大小传统的融合与史诗大小传统的融合与史诗大小传统的融合与史诗、、、、巫诗在巫诗在巫诗在巫诗在《《《《诗经诗经诗经诗经》、《》、《》、《》、《楚辞楚辞楚辞楚辞》》》》中的遗存中的遗存中的遗存中的遗存 

  五帝以前盛行的巫诗，至五帝中期经颛顼改革之后，开始分两支发展，并一直延续到夏、商、西周。

一支在上层。这就是通天神与祖神的那部分巫诗融入到宗教中并与神权政权相结合，而发展成为新的形式

——史诗。史诗在氏族上层贵族阶层中流传，成为时代的文化主流。另一支则在下层。这就是仍有大量以

沟通身边山水草木等自然小神为内容的原始巫诗，继续在氏族下层平民中流传。 

  这上下同步发展的两支文化，恰好可以用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斐的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来解释。

宗教史诗为王官之学，乃贵族祭祀阶层所承担，自然属于大传统，为精英文化。而巫术、巫诗自然属于小

传统，为民间大众文化。这大小文化传统之间，虽有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但在我国五帝三代宗教史诗时

代，其上下界限、雅俗之分，终究是十分明显的。然而，这界限分明的大小传统，在上下同步发展了两千

余年之后，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终因王官之学的下移和士阶层的兴起而相互融合。这种融合的趋势恰好在

春秋末期的文化伟人孔子所整理的《诗经》和战国后期的文化伟人屈原整理并加工创作的《楚辞》里得到

全面体现。 

  例如，“颂”、“雅”、“风”最初是音乐的分类。雅、颂诗是宗庙祭祀所传唱，属于文化大传统，

属于精英文化。邦风相对于雅、颂而言，是地方文化，是小传统。这两个传统，本来是上下流传、界限分

明的。到了春秋末期，孔子却将它们综合在一起，编入《诗》中，正反映了西周末期以来，因社会结构变

化而引起的大小文化传统融合的趋势。 

  不仅如此，十五“国风”，虽然相对于“雅”、“颂”而言是小传统，但实际上在诸侯国内部，也因

有上层贵族与下层平民之区别而在文化上有大小传统之分。 

  又如，《天问》的主体内容叙述了虞、夏、商、周及吴、秦历史，而不仅限于楚民族本身。这完全有

别于五帝三代宗教王官时代，各民族史诗只叙其本民族历史，且严格限定在本族内世代相传的特点。《天

问》这一综合性特点，表明其已不具备王官时代在宗教祭祀典礼上集体吟唱的宗教礼仪性条件，而只是五

帝三代部分族国的王官史诗的综合保存。此外，王官史诗之代神喻示、公正评判、扬善惩恶的精神传统，

在《天问》亦有继承与表现，如从正反两面立论，列举尧、舜、禹、汤、文、武等明君，因敬神修德、重

贤才、爱百姓，而国运昌盛等。 

  史诗通神观念的突破与中国轴心文明的诞生史诗通神观念的突破与中国轴心文明的诞生史诗通神观念的突破与中国轴心文明的诞生史诗通神观念的突破与中国轴心文明的诞生 

  春秋战国时代，一方面是王权旁落，贵族世袭制的瓦解；另一方面则是士阶层的崛起，人类理性精神

的全面觉醒。在这社会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出现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新突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

之为“轴心文明”。轴心文明的最大特点是人类精神思想上的“突破”，其核心便是对原初文化的超越。 



  中国轴心文明的精神超越，在很重要的方面是体现在沟通神灵的适用范围与对天人合一观念的突破上。

具体地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天人合一”观念的变化体现在由上层贵族普及到下层士民、由集体意识转

化为个人意识。如儒家孔孟思想、道家庄子思想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必须强调的是，春秋战国时代在沟通神灵方面的突破虽然已表现为由外在的集体性礼乐史诗，转化为

内在的个人化心灵，但王官时代史诗的公平正直之精神仍然是个人内心通神的重要原则。所以庄子强调“内

直”，余英时先生译为“内心诚直”；孟子要“尽其心”，杨伯峻《孟子译注》解为“充分扩张善良的本

心”。这是中国轴心文明所表现为“突破”的最闪亮之处，也是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崇高所在，更是中国

知识分子优秀品格的根本基础。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